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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的稳定性与灵活性＊

———来自“脑－心理－社会”视角的分析

□应小萍，罗　劲

［摘　要］　文化基因具有与其他形态的基因一样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本质特征，两者的对立

统一是研究范式和证伪这两种不同的知识积累和更新方式的协同作用而完成的。提出专家圈子与
专家知识可能是联结两者的桥梁，它是决定特定人类文化领域的保守性（稳定性）与开放性（灵活

性）的关键。通过分析和探讨领域专家和专家知识的特性，就有可能将微观的个体认知层面的稳定
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与宏观的社会“文化基因”层面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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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８１７９（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１４－０８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基因在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字典的定义是在某个文化内，在个体之间传递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

吴秋林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基因的认知与表述，［１］不仅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更

重要的是结构主义的视角，在实践上有助于我们更加有效地将对微观的个体水平的科学发现与宏观的人类
文化层面的现象结合起来。本文拟从当代认知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出发，考量“文化基因说”的

科学依据，特别是其认知科学依据。

从神经元、系统水平的神经功能结构乃至人类个体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人类社会文化现象，需要解决的是

理论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系统的层次问题”。神经系统或人类个体层面的特性虽然是构成人类社会文化

现象的基石和最基本元素，但这个层面的规律和机制却往往并不足以解释诸如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这样的更
高层次系统的东西。这就好比一辆辆单独的汽车及公路系统是“交通路况”这一现象的基本组成要素，但如

果仅从每一辆车的发动、制动和操控装置的角度出发，却并不足以说明与“交通路况”现象有关的全部事实或
基本事实。［２］但毕竟这两个层次之间是有关系的，就如同在只有马车的时代没有必要也不会产生像现代大都

会这样高度复杂的立体交通网络一样，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高智能人类个体，那么高度复杂的当代社会文
明也无从产生。

我们将从“机能对应”的角度来探讨“个体”与“群体／社会文化”这两个不同层面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机能对应”是指个体的脑认知层面的某种特定机能可能与更加宏观的人类文化层面的某种基本特性之间存
在功能结构上的相互对应关系。可以使用“机能对应”这个概念，用一个处于较为初级的基本的系统层次的

机制（如个体的心理与认知规律）来解释和阐明一个更为高级的系统层次的机制（如人类文化现象）。

正如生物基因研究可以解答物种的生存与延续，“文化基因”要解决的是关于社会文明的保持和延续问

题。从理论上讲，任何形态的“基因”都具有两种本质特性。一是稳定性或保守性，即能忠实地将漫长的进化

历程中所获得的对于物种生存而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保留下来，代代相传。二是灵活性和创造性，即能随
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做出新的适应并将这种更新逐步地纳入基因记录系统之中。“文化基因”也兼具稳定性和

灵活性的特征。本文尝试用“机能对应”的观点，假定“文化基因”中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与个体认知系统的

稳定性和灵活性特征相对应的，但二者的机理却并不相同，即纯粹的还原论思想并不成立，我们不能用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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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特征来完全而充分地说明“文化基因”中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问题。事实上，这两

个不同层次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对立统一是借由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心理机制或社会文化机制来实现的。

因此，研究这两种具有同型结构的对立统一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探讨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切实可见

的桥梁实现二者的连接，是本文要思索解决的一个关键点。

二、个体认知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有关多重记忆系统的发现

在认知科学对智能系统的研究中，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一对基本矛盾。与普通人对智能系统的直觉认识

相反，对智能系统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关系的研究发现，智能系统的学习速度（学习速度代表其灵活性程度）并

非越快越好，这是因为一个智能系统的学习速度越快，需要付出丧失这个智能系统较好稳定性的代价。比

如，儿童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学习和记忆能力，这意味着其智能系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这种灵

活性所带来的后果却是较低的系统稳定性，也就是说儿童并不能像正常成年人那样具有相对稳定的自我观

和世界观。那么，人类的智能系统是如何同时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特征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脑中

同时具有快速和慢速两个学习系统，［３］其中的快速学习记忆系统可以将某些一次性的个人经历生动地保持

下来，因而被称为情节记忆，比如说我们能够清楚地记得上一次在餐馆用餐的情景以及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各

种体验，这就是情节记忆。但对于像在餐馆用餐这样的生活事件而言，人脑中也同时存在着另外的慢速学习

系统，需要对之进行编码，称为语义记忆。比如语义记忆系统所编码的就不是关于某一次特定的用餐情景，

而是关于在餐馆用餐的一般心理图式（如包含点菜单、吃饭吃菜以及买单等要素）。研究发现，情节记忆依赖

于脑内的海马及其周边的神经结构，这个神经结构具有一种联结性或中介性作用，能够将分布于其皮层上的

各信息加工脑区暂时地联结在一起。［４］而语义记忆则部分地在情节记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不再需要海马

的参与，而是基于脑皮层上的各信息加工脑区之间的直接连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情节记忆需要经

过数年时间才能逐步地转化为语义记忆。［５］因此，相对于情节记忆而言，语义记忆是一个学习速度较慢的系

统。正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既有像情节记忆系统这样的快速学习系统，又有像语义记忆系统这样的慢速学

习系统，我们人类的认知才能既稳定又灵活，从而实现对于持续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

三、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科学范式与科学革命

与人类个体的认知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对立统一不同，宏观层面上的文化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实现的方式

则较为复杂。例如，从近现代中国社会所发生巨变看，巨变是在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影响之下产生的。这突

出体现了中国文化基因具有巨大的灵活性，能够接受很多来自外部比如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其稳定性的一

面则相对没有那么显著，许多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由于在对特定文化形态进行讨论时，会有很多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本文将选取一个相对比较简单而且较少受到无关因素影响的领域———现代科学

知识的探索发现———为例，说明作为现代社会重要文明形态的科学知识在发展进程中是如何兼具稳定性和

灵活性的。

一方面，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明确了科学发展与进步的“游戏规则”，即利用可证伪的科学预言与被观

察到的科学事实之间的互动和张力来促进科学见解的更新与革命。［６］比如，与“瞎子算卦———两头堵”的占卜

学说不同，爱因斯坦的理论曾经做出了一个承担了风险的科学预言，即光线在经过巨大的物体（如太阳）时会

发生弯曲，而这一点可以通过在日食条件下观察太阳边上的某颗星星的位置是否较之旁边没有太阳时有所

变化而加以验证，如果确实发现了星星的位移，则理论就被证实，否则就被证伪。这种具有科学革命意义的

思想揭示了科学知识在其产生过程中灵活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库恩提到的科学范式的思想指出的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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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加基本的事实，对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绝大多数领域内的科学探索都是建立在遵从而非挑战领

域内公认的基本科学研究范式。［７］在基本科学范式规定的框架之下进行科学探索揭示了科学知识在其产生
中具有的稳定的一面。关于科学发现的证伪学说意味着我们的科学观念随时可因新事实的发现而改变，而
范式说则揭示了科学探索并不是无厘头的搞怪，而是遵循着某些公认的程序进行的，科学并非像我们所想象

的那样随时随地都向任何形态的新鲜经验敞开大门。正是由于有了科学范式规则所导致的相对稳定性和证

伪原则所允许的革命性灵活性，因此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科学知识能够以一种稳定而灵活的方式不断积累和
推进。

四、专家圈子与专家知识：连接个体认知
方式与宏观文化建构的桥梁

在是否可以找到一条较为直观的途径，用以理解上述两种不同层次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的衔

接问题上，心理学家奇凯岑特米哈伊（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他认为负责
特定文化知识传承和创造的领域专家群体或“圈子”实际上是决定科学、艺术和文化领域对于创新的保守性
（即稳定性）和开放性（即灵活性）的关键因素之一。［８］比如，在科学研究领域，一项研究工作是否适当，以及是

否具有创新性是由“圈子”内的领域专家来决定的。学术期刊或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就是这个“圈子”中的代
表人物，在特定的科学知识生产领域之内，这些人拥有评判知识合法性和创新价值的权利。这个“圈子”决定

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之中只有特定形态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够得到认可。比如，在当今各国的科学知识生产
体系中，那些江湖“野路子”的民间科学家的知识体系甚至创新是很难获得合法地位的。事实上，并非只有科

学知识生产领域的情形如此，即使是在古代的文化领域，比如诗歌鉴赏和创作领域，情形也是类似的，那些受
过良好的诗歌写作训练和熏陶的领域专家拥有评定诗作优劣的话语权。当唐代文坛领袖顾况对白居易的评

价由“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变为“得道个语，居亦易矣”时，白氏在诗坛的地位就此奠定，可以想见，如果那时
顾况读到的诗句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是当代脑瘫诗人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顾

老夫子大概不会说“居亦易矣”这样的话。本文想借此加以说明的是：其实并没有个人意义上的文化创新，新

奇甚至怪异的个体思想或行为表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屡见不鲜，而当且仅当这种新颖的想法幸运地被把持
当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专家“圈子”所接纳并所欣赏时，这种思想或表达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载入

史册，否则就只能是痴人说梦。

领域专家或“圈子”为联结个体认知层面和文化基因层面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搭起了一座“可

视化”的桥梁。领域专家的知识体系（即专家知识）同时具有“个体性”与“公共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它是个体
（即领域专家）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摸索，逐步形成一个有立场有限度的并且是对新鲜事

物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的智能系统，它兼具保守性稳定性和可塑性灵活性的特征。

五、专家知识的公共性与个体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专家知识系统是由十万个或者更多的相互关联的

知识组块所构成的，［９］一般人需要１０到２０年的不断学习和训练才能逐步形成。西蒙和蔡斯研究了象棋大
师对象棋残局的记忆能力，证实了象棋大师头脑中存在专家知识系统。虽然专家知识也是一种个人经验，但
是这种个人经验却有其特点。如果以波普尔所区分的三个世界的角度来看，［１０］“专家知识”属于与物理世界
（世界１）和精神世界（世界２）相对的客观知识世界（世界３）的范畴，是反映人的主观精神活动的产物的世界。

人们有时会把云南大理看成是金庸小说人物段誉的家乡，这是因为大师的作品影响我们如此之深，以至于它
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的客观知识世界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在理性上明知其为假，也会不由自主地去认

其为真。就如同痴迷于网络游戏的人会将虚拟的网游世界当作真实的一样，文化或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也

会置身于自己所钟爱的客观知识世界中，甚至于产生像文化殉节这样极端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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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家知识的公共性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个人经验而言，专家知识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专家知识具有公共性和公认性。有别

于个人的饮食口味或起居偏好，专家知识是一种可以在某个社会“圈子”或范围内与人共享的、被赋予了明确

意义的知识。第二，专家知识具有一定的评判性和强制性。虽然像喜欢啃指甲这样纯粹的个人习性在不影

响他人的前提下并无好坏优劣之分，但对专家知识却需要寻求具有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不符

合领域规范的知识，比如相信轮回，是不能被纳入我们现今社会条件下科学领域的专家知识之中的。第三，

专家知识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绝大部分专家知识都拥有明确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即使是像技艺这样

无法用准确的文字描述来传达的经验，也会以代代相传的方式强调其源流。第四，专家知识具有竞争性和创

新性。有别于纯粹的个人经验和习性，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专家知识具有相互之间的可比性并且在一定程

度上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原则。那些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有可能被不断地纳入到专家知识体系中来，但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纳新”都是以革新而非革命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一项创新，如果它希望被有效地

纳入现有的专家知识体系之中的话，那么它至少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顺应现有的专家知识背景，否则就

无法被接受。

（二）专家知识的个体性

尽管专家知识在上述方面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个体经验，但是从心理载体的角度看，专家知识也是属于个

体经验的一种，也同样遵循着个体经验的产生、形成、维持与获得的规律。

１．个体早期经验印刻

个体经验和知识并不完全是在个人自主意识的控制之下通过有意地学习和判别而获得的，事实上，个体

经验和知识的基本模版始于婴幼儿阶段的早期经验的印刻和神经元的修剪。

人之所以能成为文明动物，是因为在其生命成长初期就受到强大而持续不断的塑造的缘故。关于动物

的“印刻”现象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早期经验输入对于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启示。［１１］刚出壳的小

鸭会追随着自己所见到的第一个可移动的大的物体跑（在自然条件下，这样的物体通常是母鸭）并将其当作

母亲，甚至如果小鸭刚出生时所见到的不是母鸭，而是一只可移动的玩具公鸭，或者是一个可移动的大彩色

立方体，小鸭也会照样追随，而且这样的印刻一旦形成，即使真的母鸭出现，小鸭也是不会去追随的。

有关印刻现象的这些原创性的发现提示早期经验对心理的塑造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时效性，即必须在个体成长的关键期之内输入关键的信息，如果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就无法再形成印

刻。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小动物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不能见到满足形成印刻所要求条件的东西，则即使

再看到母鸭，其反应也将是逃跑而非追随。对人类而言，我们可以推测，对于一些基本生活信念，如艾里克森

人格发展理论中提出的由对生活的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心理冲突所决定的“希望”这一品质，可能也存在着

心理印刻上的关键期。而对于宗教信仰的形成（如是否相信有神的存在）很可能也存在着印刻上的关键期。

二是不可逆转性，即伴随印刻形成的神经元的修剪过程一旦完成就不可逆转，被修剪掉的神经元及其认

知功能是不可能死而复生的。比如，日语发音体系中的某些特点使得日语者在区分Ｒ和Ｌ时有困难，而新生

儿其实是能够很好地区分Ｒ和Ｌ的，只有他们在接触和学习日语发音并据此进行了相应的神经元修剪之后，

上述区分才会变得困难。如果我们把婴幼儿的头脑想象成一片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丛林，那么特定文化的熏

陶和习染作用，即是刺激启动各种神经元（即树木）的修剪过程。正是这种修剪使得原始丛林最终成为一座

中规中矩的人造花园。但有些树木一经砍伐之后就不能再恢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修剪决定

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历史局限性。

三是盲目性和顽固性，个体多数是在尚不能对所处境况进行辨别和反思的情况下形成最初的经验和心

理印刻的。因此，就如同小鸭会误认玩具公鸭或可移动的立方体为母鸭一样，人类个体也有可能在其心智尚

不健全的情况下形成不合理的信念（如各种心理适应困难就与这种不合理的信念有关）。甚至，早期经验印

刻还可能具有顽固性，它们可能在被证明无效的情况下仍为个体所坚持，因为印刻是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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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假设，它与无数不可名状的微妙生理的情绪的体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四是动机性，印刻研究表明如果一只鸟在年幼时对“母亲”的印刻是人而不是母鸟，那么，这只动物成年

之后的求偶对象就不是异性的鸟而会是人。早期经验印刻决定着从饮食口味到性爱取向到各种“心理瘾”乃

至对成功和成就的界定和追求等诸基本心理奖赏形态和模式。

相比于动物而言，人类的知识系统要灵活有效得多，尽管如此，人的某些偏好任何有可能是以类似于印

刻的方式产生的，例如，一个人的饮食口味就有可能存在印刻，对于那些生活在海外多年的华人而言，只要其

幼年阶段吃惯了中国的饭菜，那么，无论其后的饮食经历如何，其饮食偏好大多会持续不变，而这也正是一些

现如今的洋快餐特别重视少年儿童顾客的原因。另外一个可能与印刻有关的例子是人们更容易倾向于对自

己在青年时期接触的音乐、艺术或思潮抱有偏好，这是因为人脑在青春期前后对社会性情绪性信息的识别和

编码能力强而且敏感，在这个关键时期输入的信息更容易给个体留下终生的印象。即使是像物理学这样对

新的合理的证据和假说始终保持客观开放态度的科学，一些基本观点的更新似乎也要依靠物理学家的世代

更替才能完成，即信奉旧观点的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生代的人却持有完全不同的想法，直到这个时候

观念的革命才真正实现。因此，包括专家知识在内的个体经验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经验的输入

所决定的，早期经验决定了知识结构的基本格局，而这种格局在没有遭受巨大变故的情况下，往往会被保持

终生。

２．种族发展

除了早期经验之外，心理与文化特征的形成还可以追溯至种族在漫长而遥远的进化历程。以东西方文

化比较研究中被广泛讨论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为例，研究者认为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产生

可能与持有这种文化价值观的人群在进化历程中长期遭受流行性疾病的侵害有关，正是因为流行病的频繁

发生使人们不得不在危难时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有关这点的证

据之一是研究者发现历史和当代的病原体流行率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而历史和当代的病原体流行率越高

的国家和地区，其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取向就越明显。［１２］而遗传学研究进一步发现，病原体流行率与集体

主义文化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关联可能与两种基因多态性的中介作用有关：一是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
（５－ＨＴＴＬＰＲ）的短（Ｓ）等位基因频率，另一个是催产素受体基因多态性（ＯＸＴＲ　ｒｓ５３５７６）的Ａ等位基因频

率。５－ＨＴＴＬＰＲ与应激反应有关，其中携带短（Ｓ）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容易在遭遇应激的情况下是产生持续

不断的心理紧张。［１３］ＯＸＴＲ　ｒｓ５３５７６与一个人是否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疾苦与共情有关，［１４］而其中携带Ａ等

位基因的个体虽然在一般性的普遍共情能力上较差，但却对本族群内的“自己人”保留有特别敏锐的共情能

力。［１５］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进化史上不断遭受流行病侵袭的种群来说，他们形成了在遭遇危机时产生持续

不断的紧张的特质，并且保持了对族群内的自己人的疾苦的独特共情和关注，而正是这些心理品质，连同其

他的心理品质一起，最终构成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３．知识系统的维持与更新

虽然印刻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印象，但保持和维系还是需要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条件的。以勤奋著称的

华人在离开故土多年之后会逐渐感到生活价值上的空虚和茫然，这是因为其心理和认知体系，特别是价值体

系在多年不能获得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滋养（即激活和维持）之后，会逐步减弱甚至消退，从而导致意义感的

丧失。而一些作家或诗人在离开自己的祖国之后会逐渐文思枯竭，这也可能部分地与长期脱离那些能够维

持和激发其创作激情的文化环境有关。事实上，以个体的知识体系形式表达的“文化基因”在缺乏必要信息

维持的情况下其消退速度可能比想象得要快。据说由家猪退变成野猪只需要在野生状态下经过一代的繁衍

就能完成，野猪所具有的一些体貌特征（如长出长的鬃毛和獠牙等）就又都会在家猪身上出现。这个例子可

能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文明与原始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隔，由文明印刻塑造而成的人类心智系统，至少是其

某些方面，在缺乏适宜的外界环境支持的情况下，可能会很快消失并退回或切换到更加原始或更加适合当前

情况的状态中。同样地，人们在后天长期的学习和训练中逐步养成的习惯和技能也具有超稳态的特征，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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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习惯和技能的保持也同样既有容易的一面，又有困难的一面。一方面，对于有些记忆，比如骑自行车，一旦

学会就能够保持终身；但另一方面，对于像弹钢琴或写书法这样高度复杂的技能，即使人们已对其极其精熟，

也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练习才能使其技艺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作为掌握文明社会各领域精深知识和

经验的个体，专家的知识体系的维持，特别是高水平的维持，也是需要复杂的人文和社会环境条件的，而那些

历史上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正是那些能够较好地提供这样的维持和促进条件的社会。

虽然个体知识和信念体系通常都相当稳定，但当遭遇到重大变故或者是新的科学技术或社会文化观念

的革命时，其知识体系也会发生相应的激变。例如，西方现代医学观念就在很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成功地挑战

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中医思想，而现代物理学所建立的宇宙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人对于宇

宙的看法。这些改变有的在两三代领域人身上完成，而有的则仅在一代人身上就戏剧性地实现。在当今社

会，创新已不再是“千年等一回”的奇迹，而是社会竞争和发展的常态，这必将对“文化基因”的维持和改造产

生深远的影响。创新意味着产生新颖而有效的东西，因此新颖性和有效性是创新的两个基本特征。而我们

新近的实验研究发现：创新的“新颖性”方面将挑战人们的程序性记忆（即慢而稳定的记忆系统）；而创新的
“有效性”方面将挑战人们的情节记忆（即快而灵活的记忆系统），［１６］因此，常态化的创新理论上可能对“文化

基因”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形成双重冲击。

４．专业领域对个人心理的塑造

专家知识系统通常是经过个体长期而系统的训练和学习形成的，而这种训练和学习过程又会反过来对

个人的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专业学科也

是一种“文化”，也对个体的心理具有塑造作用。［１７］研究发现，市场营销的人关注的是市场，他们更喜欢短线投

资，并更能接受模糊和不确定性；而研究开发（Ｒ　＆Ｄ）的人则更注重科学发展，他们更喜欢长线投资，并更难

以容忍模糊和不确定性。［１８］有研究者通过三年的追踪调研，比较了商科学生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的态度随

专业学习而改变的情况。［１９］结果发现，随着专业学习的展开和深入，商科学生的态度更偏向于支持资方而与

劳方相对立，他们越来越少地将失业和贫困归因为社会因素（亦有研究发现，商科学生更具经济理性，而其环

保意识也相对较低［２０］）。而与商科学生不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会越来越不愿意牺牲穷人和失业者的利

益，而且这些学生所修社会科学的科目越多、与社会科学的老师接触越多，其社会政治观点的改变就会越多。

上述研究和例证说明，专业知识反映了本领域的立场和共识，而领域专家知识则集中代表了这些立场和共

识。

５．个体记忆与社会文化历史

社会文化和历史是以个人的记忆为基础的。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对某些神话故事的记忆可能

会特别好，这是由于这类信息能够比其他类型的信息更能激发和调动人脑中的记忆编码机制和想象机制的

缘故。［２１］以诺亚方舟的故事为例，这个故事其实在圣经成书之前就已经在一些古代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

明）中流传了。事实上，它是如此具有魅力和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旦出现就会被长久地保留在文化传统

中，成为文化的基本要素。［２２］心理学家从微观的个体的角度探讨了个人的记忆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发现

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对群体认同的构建和维持有着重要的作用，而那些亲身经历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

人会形成所谓的闪光灯记忆，比如那些曾经经历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人会在数十年之后仍然对此记忆犹新，就

如同照相机闪光灯拍下的照片一样栩栩如生。［２３］而关于“活在历史中”（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ｉＨ）效应的心理

学研究也表明，个体具有借助其所处时代的公共或历史事件编码其个人生活传记的倾向，［２４］这种心理机制对

于形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地，个体在经历严重的自然或社会灾难之后所产生的

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或倾向会使人们以所谓“闪回”（ｆｌａｓｈ　ｂａｃｋ）的形式不可控地反复重现灾难场景，而

这种特殊的心理机制可能造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闪回。比如，对所经历的大饥荒、大的社会动荡以及外族

入侵所造成灾难的闪回可能会成为民族文化中危机意识的基本成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与个体认知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有关，而可以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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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连接在一起加以理解的桥梁可能在于专家和专家知识。专家作为各领域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和评判者，

其知识系统兼具“个人性”与“公共性”的特征，专家知识系统既受客观的文化规律的制约，又受个体经验的获

得、维持和修改规律的制约，乃是个体层面的专家知识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决定了“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和

灵活性。? ［责任编辑　胡宝华］　［责任校对　蓝肖杏］

［参　考　文　献］
［１］吴秋林．文化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Ｊ］．民族研究，２０１３（６）．
［２］Ｏｈｌｓｓｏｎ　Ｓ．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ｖｅｒｒｉｄ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３］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ＪＬ，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ＢＬ，Ｏ＇Ｒｅｉｌｌｙ　ＲＣ．Ｗｈ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ｃｏｒｔｅｘ：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Ｊ］．Ｐｓｙｃｈｏ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５（１０２）．

［４］Ｓｑｕｉｒｅ　ＬＲ，Ｚｏｌａ－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ｏｂ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１（２５３）．
［５］Ｎｉｋｉ　Ｋ，Ｌｕｏ　Ｊ．Ａｎ　ｆＭＲ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ｏｂｅ　ｉ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ｕｔｏｂｉ－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１４）．

［６］［英］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Ｍ］．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美］托马斯·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Ｍ］．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８］［美］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著，夏镇平，译．创造性：发现和发明的心理学［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９］［美］司马贺，赫伯特·西蒙，著，荆其诚，张厚粲，译．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０］［英］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译．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１］Ｈｅｓｓ　ＥＨ．．"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１９５８（１９８）．
［１２］Ｆｉｎｃｈｅｒ　ＣＬ，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　Ｒ，Ｍｕｒｒｙ　ＤＲ，Ｓｃｈａｌｌｅｒ　Ｍ．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８（２７５）．
［１３］Ｃｈｉａｏ　ＪＹ，Ｂｌｉｚｉｎｓｋｙ　Ｋ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ｅｎｅ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ｇｅｎｅ［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２７７）．
［１４］Ｌｕｏ　Ｓ，Ｈａｎ　Ｓ．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　ｏｘｙｔｏｃ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ｓ［Ｊ］．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ｒａｉｎ，２０１４，２（１）．

［１５］Ｌｕｏ　Ｓ，Ｌｉ　Ｂ，Ｍａ　Ｙ，Ｚｈａｎｇ　Ｗ，Ｒａｏ　Ｙ，Ｈａｎ　Ｓ．Ｏｘｙｔｏｃ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ｉｎｇｒｏｕｐ　ｂｉａｓ　ｉｎ　ｅｍ－

ｐａｔｈ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２０１５（１１０）．
［１６］Ｈｕａｎｇ　Ｆ，Ｆａｎ　Ｊ，Ｌｕｏ　Ｊ．Ｔｈ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ｖｅｌ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ｈｕｎｋ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２０１５（１１３）．
［１７］Ｃｈｉｕ，Ｃｈｉ－ｙｕｅ，Ｙ．－Ｙ，ａｎｄ　Ｓｈｙｈｎａｎ　Ｌｉｏｕ．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ｅｘａｍ－
ｉｎｅｄ：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
［１８］Ｇｒｉｆｆｉｎ　Ａ，Ｈａｕｓｅｒ　Ｊ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ｅａｍｓ［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３８）．
［１９］Ｇｕｉｍｏｎｄ　Ｓ，Ｐａｌｍｅｒ　ＤＬ．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０２

应小萍，罗　劲文化基因的稳定性与灵活性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２６）．
［２０］Ｈｏｄｇｋｉｎｓｏｎ　ＳＰ，Ｉｎｎｅｓ　ＪＭ．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ｈｏｉｃｅ［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３２）．
［２１］应小萍，罗劲．超自然概念的表征过程及其内在机制［Ｊ］．中国科学Ｃ辑：生命科学，２００９（３９）．
［２２］Ｂｏｙｅｒ　Ｐ，Ｒａｍｂｌｅ　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ａｌｌ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２５）．
［２３］Ｂｒｏｗｎ　Ｒ，Ｋｕｌｉｋ　Ｊ．Ｆｌａｓｈｂｕｌｂ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Ｊ］．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１９７７（５）．
［２４］Ｂｒｏｗｎ　ＮＲ，Ｌｅｅ　ＰＪ，Ｋｒｓｌａｋ　Ｍ，Ｃｏｎｒａｄ　ＦＧ，Ｈａｎｓｅｎ　ＴＧＢ，Ｈａｖｅｌｋａ　Ｊ，Ｒｅｄｄｏｎ　ＪＲ．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ｏｗ　ｗａ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Ｊ］．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０）．

［作者简介］　应小萍（１９７１～），女，浙江绍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

向：社会心理学。北京，邮编：１００７３２。罗劲（１９６７～），云南大理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认知心理学。北京，邮编：１０００４８。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Ｂｒａｉ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ＹＩ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ＬＵＯ　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３２，Ｃｈｉｎ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　ｓｈ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ｎａｍｅｌ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ａｙｓ，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ｐｌａｙ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ｅｃ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ｒ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ｂｏｔｈ"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１２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